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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sis: Sentiments of Literary Criticism: Qian Qian-yi’s friendship and critical discussion with Zhong Si

摘要

鍾惺是晚明竟陵派的代表人物，繼公安派成為詩壇大家；錢謙益是明末清初的虞山詩派開創者，繼公安、竟陵之後成為文壇領袖。錢謙益和鍾惺為同年進士，之後鍾惺崛起於文壇，成為繼公安袁宏道之後的詩壇閃耀明星。在撻伐鍾惺的批評聲浪中，錢謙益是一位非常突出的人物，他對竟陵派的批評言辭不僅數量多，而且言辭十分犀利，一整套的負面論述深深影響鍾惺和竟陵派在文學史上的形象和定位。關於錢謙益對竟陵派的批評，學界有一些相關的研究成果：一般來說學界涉及錢謙益和鍾惺關係的論述，總是看到錢謙益對鍾惺的猛力抨擊而忽略其交游的面向；看到其尖刻的批判而忽略其溫情的一面。

本文要處理的是錢氏在公、私領域呈現不同的態度和情感表達所形成的矛盾。對於公、私領域的理解，擬借用「公領域」一詞的發端者──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 1906—1975）的相關論述。公領域可以說是人在政治、文學、文化等公開場域中的發言，其話語經常帶有目的性。而私領域則指個人在心靈、生活、家庭、情感中的隱蔽世界，是一塊較不含權力慾望色彩的境／淨地。筆者嘗試將錢謙益對鍾惺的諸多文字表述分成公、私領域兩方面來理解，或可以解釋其中隱含的矛盾性。
關鍵詞：錢謙益‧鍾惺‧竟陵派‧公領域‧私領域‧文學場域

Abstract

Zhong Si was the representative of the Jingling faction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and he became a great poet following the GongAn faction; whereas Qian Qign-yi was the pioneer in Lusan poem faction from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Dynasty, who later became the literary leader following GongAn and Jing-ling. Qian Qiang-yi and Zhong Si both were Jingshi (equivalent to today's PhD) from the same year, and Zhong Si later rose from the literary world and became the star in poetry after GongAn Yuanhongdao. In a wave of criticism launched against Zhong Si, Qian Qian-yi was a very prominent figure who not only criticized heavily on Jingling faction with sharp words, his complete set of negative discussion had profoundly impacted on the image and position of Zhong Si and Jingling faction in the history of literature. The academia obtained some relevant study results with respect to Qian Qian-yi’s criticism against Jingling faction: In general, the discussion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Qian Qian-yi and Zhong Si usually involved the harsh criticism from Qian Qian-yi on Zhong Si while neglecting the aspect of their friendship; where usually the sharp criticism is observed while neglecting the mild side of their relationship.
The study aims at discussing the discrepancy formed from Qian’s different attitude and emotional expressions towards the public and private realms. The understanding or public and private realms are taken from the relevant discussion from the inventor of the term “public realm,” Hannah Arendt (1906-1975). The private realm is considered as the public statement of an individual in politics, literature and culture, with the words usually containing a certain purpose. On the other hand, the private realm is usually referred to a hidden world of an individual in spirits, life, family, and emotions, a position/field which is less influenced by power and desires. The author attempts to divide the Qian Qian-yi's many texts and statemetns against Zhong Si into the public and private realms, in order to understand or interpret discrepancy hidden with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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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鍾惺（1574—1625）是晚明竟陵派的代表人物，繼公安派後成為詩壇大家，引領風騷三十餘年；錢謙益（1582—1664）是明末清初的虞山詩派開創者，繼公安、竟陵之後成為文壇領袖。錢謙益和鍾惺同為明萬曆38年庚戌（1610）年進士，之後鍾惺崛起於文壇，成為公安派之後的閃耀明星。兩人雖然同年登科，但在撻伐鍾惺的批評聲浪中，錢謙益是一位非常突出的人物，他對竟陵派的批評言辭不僅數量多，而且言辭十分犀利，一整套的負面論述深深影響鍾惺和竟陵派在文學史上的形象和定位。關於錢謙益對竟陵派的批評學界有一些相關的研究成果
：一般來說學界涉及錢謙益和鍾惺關係的論述，總是看到錢謙益對鍾惺的猛力抨擊而忽略其交游的面向；看到其尖刻的批判而忽略其溫情的一面。錢謙益曾多次探訪鍾惺，交游詩文中曾有惺惺相惜的情意，他們與共同的朋友形成豐富的情感網絡，甚至他們倆的人生道路上作了許多相類的事，
我們不禁要問他們是敵是友？
本文要處理的是錢氏在公、私領域呈現不同的態度和話語表達所形成的矛盾。對於公、私領域的理解，擬借用「公領域」一詞的發端者──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 ，1906—1975）的相關論述。在《人的條件》（The Human Condition）中，她以人的活動（vita－activa）的範疇區分為解釋架構，對於人之公共言行實踐（praxis）提出「劇場式」（dramaturgical）之闡釋，認為「『公共』一詞，它首先意味著，在公共領域中展現的任何東西都可為人所見、所聞，具有可能最廣泛的公共性。對於我們來說，展現——即可為我們，亦可為他人所見所聞之物——構成了存在。」
其基本論旨在於：人的「實踐」活動必須落實在一開放的、平等的人際之公共空間。在其中，個人彼此爭勝，以表現其優異的言行。猶如在一劇場中，個人把他最優異的言行表達給在場的其他人。她以古希臘城邦的公民參與政治活動的廣場（agora）為意象，闡釋人之實踐活動的「公共領域」。而人們之所以進入公共領域並尋求表現，是因為它們需要一些屬於自己的東西或者與別人共同擁有的東西，以使自己比先人更加持久永恆。所以公領域涉及聲譽、榮譽和權力。
這個領域，進一步言之，是跟人的內在心靈（如意志的活動與良知的反省）、家庭生活（包括人際的親暱關係）……等有區別，
所以公領域可以說是人在政治、文學、文化等公開場域中的發言，其話語經常帶有目的性。而私領域則指個人在心靈、生活、家庭、情感中的隱蔽世界，是一塊較不含權力慾望色彩的境／淨地。筆者嘗試將錢謙益對鍾惺的諸多文字表述分成公、私領域兩方面來理解，或可以解釋其中隱含的矛盾性。
晚明文人所面對的是一個充滿競爭、焦慮的文學環境，
當時的文學場上潛藏許多複雜關係，經由錢謙益、鍾惺的一些詩作看來，兩人並非尖銳的敵對關係，尤其是在鍾惺生前以及錢謙益尚未爭奪文壇霸主之前，兩人的交遊甚至是動人的，也就是說錢謙益在文學場上對鍾惺的攻排，某種程度上對話的對象並不是鍾惺本人，而是他象徵的文化資本。所以明清時代文人的關係，通常並非敵、友二元對立關係所能涵蓋，也就是「文學場域外有情天」，錢謙益對鍾惺的詆毀或許摻著幾許文學場的競爭氣息。
本文擬從以往學界忽略的錢、鍾私交情誼談起，論述錢謙益對竟陵鍾惺的批評針對的是否只是文學場域上的象徵符號？是否是一種美學、文化、政治——公領域的對話？此舉是否與其在文學場上的爭奪、佔位有關？而錢謙益對竟陵的批評話語極多，本文則從茶詩裡的澀味感談起，主要論述錢謙益以隱喻修辭實踐對竟陵派鍾惺的評議／抑，以及探討這種話語策略如何被建構；如何有效地與錢氏詩學理念結合；以及為何可以達到影響後世竟陵批評史的強大力量，由此呈現錢氏在私領域的真情流露和公領域的積極的活力。
二、緬懷與溫柔的覬覦——從〈戲題徐元歎所藏鍾伯敬茶訊詩卷〉談起

錢謙益在許多詩文中，曾對竟陵鍾惺表達或隱或現的批駁和攻訐，然在錢氏《崇禎詩集》中，卻收了一首對鍾惺充滿緬懷之情和善意的〈戲題徐元歎所藏鍾伯敬茶訊詩卷〉，在解讀這首詩之前得先從錢謙益和鍾惺共同的好朋友徐元歎談起，以作為解讀這首詩的背景。
徐波（1590—1663），字元歎，江蘇吳縣人。少年任俠，工詩文，究心內外典。馬士英擅政，將以清職羅致元歎，竟撫衣而去。（1591—1646）明亡後，歸老落木庵，以枯禪終。錢謙益〈徐元歎六十〉可作為其晚年寫真：「飄然領鶴駐高閒，石戶雲房處處關。萬事總隨青鬢去，此身留得翠微間。隱將佛士逃三劫，貧為詩人鍊九還。若問少微星好在，鉤簾君自看西山。」
詩中寫及徐元歎晚年隱居習佛的清靜生活，以鶴的形象描繪其高閒飄然之風；「少微星」主處儒學之官，所以元歎晚年亦貧亦隱、亦儒亦佛的形象即被點出。就文學表現而言，錢謙益〈姚叔祥過明發堂共論近代詞人戲作絕句十六首〉其十四云：「安期周永年下筆無停手，元歎徐波捻毫正苦心。贏得老夫雙眼飽，探箱拂壁每長吟」，
頗肯定元歎苦心創作的詩歌。《清詩紀事》中有關於他的記載：

〈徐元歎勸酒詞十首其一〉：「皇天老眼慰蹉跎，七十年華小劫過。天寶貞元詞客盡，江南留得一徐波。」
徐世昌《晚晴簃詩匯詩話》：「元歎居天池落木庵，鍵戶常吟，心如止水。恆斷炊，靈巖退翁分鉢中餐周之。他有所遺，弗屑也。牧齋贈以詩云云。元歎少與鍾、譚友善，落木庵榜即竟陵所書。詩中亦時及之。」

從這些記載，可知他與錢謙益、鍾惺、譚元春（1586－1637）皆交好。據徐波〈遙祭竟陵伯敬先生〉一文追憶，他與鍾惺「定交」於萬曆己未歲暮，他還為鍾惺刊刻遺稿。
鍾惺對其詩作評價很高，〈徐元歎詩序云〉：「予讀元歎詩，不必指其妙處何在，但覺一部亦滿，一篇亦滿，一句亦滿，一字亦滿。滿者，即可之義。予苛于今，亦苛于古，而獨以此一可字許元歎。元歎今年三十耳，其後未可量，得此豈不自畫乎？予于今古人無所不苛，而獨以一可字許元歎」。

鍾惺生前與徐元歎有一段為期甚長／常的詩茶情緣：
江南秋岕日，此地試春茶。致遠良非易，懷新若有加。咄嗟人器換，驚怪色香差。所賴微禁老，經時保靜嘉。

又：
千里封題秘，單辭品目忘。元歎未答予《茶詩》。在君惟遠寄，聽我自親嘗。曾歷中泠水，當添顧渚香。病脾秋貴暖，啜苦獨無傷。（〈七月十五試岕茶徐元歎寄到二首〉）

猶得年年一度行，嗣音幸借采茶名。雨前揣我誠何意，天未知君亦此情。惠永開時占損益，洞山來處辨陰晴。獨憐僧院曾親焙，竹月依稀去歲情。元歎有〈虎丘竹亭贈僧院焙茶見寄詩〉。（〈遣使吳門候徐元歎云以買岕茶行〉）

含情茶盡問吳船，書反江南又隔年。遙想色香今一始，俄驚薪火已三遷。歲一買茶，今三度。收藏幸許留春後，遵養應須過雨前。何處驗君新采焙，封題猶記竹中煙。（〈早春寄書徐元歎買岕茶〉）

徐元歎經常擔任茶供和茶郵的角色，有時他還自製新茶寄贈：「去歲所寄芥茶，至今色香無改，蓋經兄手製耳。每一烹啜，為之黯然。」
。茶是他們兩人重要的友情媒介，「荊、吳天末，一歲止一通候，皆以買茶為名，茶之為功大矣。今復屆期，遣使如例。作一詩奉寄，仍錄去歲詩並〈試茶〉二作於卷，亦自可成話柄也」
。他們不斷地以茶會友，鍾惺感念其情誼，每每有詩文相贈。最後鍾惺把幾年來與徐元歎相關的茶詩收集起來，成為《茶訊詩》卷，還自己題跋：
吳門買茶之使，在予已成歲事，人笑其迂，不知其意不在茶也。予與元歎，吳楚風煙，淼然天末，以顧渚一片香為鴻魚之路，往返間書可必得，如潮信之不爽。中間或元歎寄詩而予未及答，或予寄而元歎未答。今茲乙丑（1625）歲之使，以四月八日自家而發，有詩奉寄。因彙前後兩年之作，書之一卷，題曰《茶訊詩》，未和者補之。歲久積之成帙，亦交情中一段佳話也。

從這段文字可以感受兩人交情深厚，也說明了〈茶訊詩卷〉的由來。崇禛二年（1629）鍾惺死後四年，當時錢謙益48歲，暮春穀雨時節徐元歎帶著鍾惺所寫的〈茶訊詩卷〉和好茗訪錢謙益，錢氏題詩一首以誌其事：
鍾生品詩如品茶，龍團月片百不愛，但愛幽香餘澀留齒牙。徐郎嗜茶又嗜鍾生詩，微吟短詠爬癢處，恰是盧仝飲到搜腸破悶時。鍾生逝矣徐郎慟，吟詩啜茶誰與共？生平臭味阿堵中，生作茶郵死茶供。今年徐郎示我〈茶訊〉篇，兼攜好茗穀雨前。坐聽松風沸石鼎，手汲雲浪烹新泉。茶罷還枕石澗眠，沈吟茶詩欲泫然。高山流水在何許？但見風輕花落縈茶煙。我不解茶，又不知詩。一碗兩碗天池六安茗，一首兩首黃金白雪詞。懵騰茗艼良足藥，清吟韻事非所宜。還君此卷成一笑，何異屠門大嚼眼飽胸中饑。

錢詩的前三句，說到鍾惺品詩如品茶，只愛幽香餘澀留齒牙，由茶味的味覺感官勾連到竟陵派的詩風和品味，「幽香」、「餘澀」暗契錢謙益對竟陵「幽深孤峭」的詩歌評價。這個茶喻修辭用的十分鮮活巧妙，茶味、情味與詩味，身體官感與文學批評的詩風產生精彩的連結。錢氏詩文屢屢喜用隱喻結構來抒情狀物，這首詩是唯一以茶喻詩的絕響。

「徐郎嗜茶又嗜鍾生詩」由徐元歎嗜茶談到其文學品味。下兩句以「短詠爬癢」、「搜腸破悶」等身體感官譬喻再度聯繫到竟陵詩風。這樣的比喻可以說是後來錢氏批評竟陵話語的溫和版、幽默版，是一種溫潤有情的小小嘲諷。「鍾生逝矣徐郎慟」以下四句則從鍾惺生前，與徐元歎的詩茶情誼談起。「吟詩啜茶」再度談到鍾、徐兩人的詩茶深交，「生平臭味阿堵中」講到兩人茶味、詩味相投。值得注意的是，他對兩人志趣相投不但沒有「介意」，甚至表示欣賞認同的態度。

「今年徐郎示我〈茶訊〉篇」情境過渡到到錢謙益回憶中詩情產生的當下。此際讀者的眼前出現一幅圖畫般的情景：暮春穀雨，兩人（錢謙益、徐元歎）一邊閱讀欣賞鍾惺〈茶訊〉詩篇，一邊品茗，茶罷就在石澗枕眠。兩人沈吟茶詩，除了咀嚼鍾惺的詩句，文字還召喚兩人曾經與鍾惺交遊的記憶。此時鍾惺已逝四個年頭。「高山流水」用鍾子期、伯牙之典，類比鍾惺和徐元歎的知音情誼。讀完詩兩人「欲泫然」，徐元歎痛失知音，錢謙益痛徐元歎之「痛」，也感傷鍾惺之逝。往事歷歷在目，「風輕花落縈茶煙」景依舊但人已逝去，兩人相覷悲從中來，有泫然欲泣之感，真摯深情令人動容。
「我不解茶，又不知詩」沈浸在回憶中的錢氏突然有一絲清醒。錢謙益並非不懂茶，要說的是不知詩。這裡的詩當然指鍾惺的〈茶訊〉篇，或者是更廣義的竟陵詩風。「不知」在謙遜之餘，有一自道品味／立場意味。「一首兩首黃金白雪詞」錢曾注：「趙璘《因話錄》：陸鴻漸，其先不知何許人？竟陵龍蓋寺僧姓陸，於隄上得一初生兒，救育之，遂以陸為氏。性嗜茶，始創煎茶法。余幼年識一復州老僧，是陸僧弟子，嘗諷其歌云：不羨黃金罍，不羨白玉杯，不羨朝入省，不羨暮入台。千羨萬羨西江水，曾向竟陵城下來。」
，用了和鍾惺同是竟陵人的茶聖陸羽典故。此詩是陸羽著名的茶詩，講到陸羽一生不慕榮利的人格修養，除了題材與〈茶訊〉詩相契外，似乎也指涉到三人之生命情態。（錢氏在此對鍾惺的人格乃至文學是持肯定、正面態度的）。
最後四句表示自己只懂、只能享受醉茶懵騰朦朧之樂，對於鍾惺的詩不懂也不能欣賞，所以只好笑著將茶訊詩卷還給元歎。在「笑」在自我解嘲中，頗有表露自己詩學習性意味。最後一句「屠門大嚼」的「屠門」為肉市。《南史‧何胤傳》：「至於晨鳧夜鯉，不能不取備屠門」。〔五代〕王定保 《唐摭言‧怨怒》：「昔侯嬴邀信陵君 車騎過屠門，而信陵為之執綏，此豈辱公子耶？」此用桓譚《新論》典：「人聞長安樂，則出門向西而笑；知肉味美，則對屠門大嚼。」又曹植〈與吳季重書〉：「過屠門而大嚼，雖不得肉，貴且快意」，關於「屠門」的詮解，
亦可以和錢謙益描寫當代文壇圖景的組詩〈姚叔祥過明發堂共論近代詞人戲作絕句十六首〉之十六參看：「梁溪欣賞似南村，甲乙丹鉛靜夜論。麗句清詞堪大嚼，老夫只合過屠門。梁溪華聞修、黃心甫評定明詩三十家」。
詩中「老夫只合過屠門」抒發羨慕而不能得到，想像已得之狀，聊以自慰之感。鍾惺生前竟陵詩潮已席捲詩壇，對於這樣的文學領袖地位，錢謙益應是極為羨慕的。
這首詩的基調是抒情的、感懷的、微微傷痛的。這樣的情感並不令人意外，因為早在鍾惺生前，他們就有往來。試觀鍾惺的詩〈沈雨若自常熟過訪九月七日要集敝止有虞山看紅葉之約—時喜得錢受之書〉：
見君疑舊識，不必故人書。所念久離別，欣聞近起居。朋來鴻雁後，雨止菊花初。得問虞山樹，寒紅三月如。

沈春澤，字雨若，是《隱秀軒集》刊刻者，也是錢謙益同鄉。當年秋天帶著錢謙益的信去南京見鍾惺，是兩人相識的開始。詩中「故人」指錢謙益，「念」、「聞」兩字的對象俱是指錢謙益，詩歌寫出鍾惺在得到錢謙益信後喜悅的心情、念別的情懷，以及對虞山重遇的期待。又錢氏曾多候迎鍾惺：
不敢要君至，既來彌解顏。友朋相見意，形跡亦何關？兩度來迎候，孤舟費往還。可知心過望，正以事多艱。學道身初健，憂時神頗孱。浮沈十載內，毀譽眾人間。試看予流寓，何殊子入山？機緣如互湊，述作有餘閒。

對於錢氏兩次候迎不遇，鍾惺對此頗有歉意，以「正以事多艱」來作解釋。接著「浮沈」四句說到自己遭眾人詆毀，過著漂泊流寓的生活，在抒發一己零落之感時也對錢謙益坎坷的仕途表示同情（「試看予流寓，何殊子入山」）。此詩表達了對錢謙益的思念、勸慰和重逢的期待。清熊士鵬（1755—1848）在〈書鍾退谷先生詩集後〉就說：「錢虞山，才人也，嘗與吾邑鍾退谷先生善。每聞退谷舟車到江南，先踰月候望江干，俟退谷至，始攜手去。及退谷歿，而虞山乃大肆排詆，則何心也？」
熊士鵬是鍾惺同鄉後輩（湖北天門人），他認為鍾惺生前與錢謙益交好，鍾惺每次到江南錢氏必候迎之，錢謙益在鍾氏死卻大肆抨擊，實在難以理解？當然他的疑問，也是我們的疑問。
三、文學公領域的發聲
儘管錢謙益和鍾惺曾有溫柔的交會／誼，但後來錢氏對竟陵派的攻排，可說是不遺餘力，試看錢謙益在文學公領域上，對竟陵鍾惺的批評脈絡的建立。

「伯敬少負才藻，有聲公車間。擢第之後，思別出手眼，另立深幽孤峭之宗，以驅駕古人之上。而同里有譚先元春，為之應和，海內稱詩者靡然從之，謂之鍾譚體」，
影響所及，「而承學之徒，莫不喜其尖新，樂其率易，相與糊心眯目，拍肩而從之」。
錢氏於〈劉司空詩序〉中論道：「萬曆之季稱詩者，以淒清幽眇為能，於古人之鋪陳終始，排比聲律者，皆訾抹殺之，以為陳言腐辭。海內靡然從之，迄今三十餘年，甚矣，詩學之舛也！」。
沈春澤亦云「蓋自先生之以詩若文名世也，後進多有學為鍾先生語者，大江以南更甚」。
在鍾惺生前他的詩歌風格已被稱為「鍾伯敬體」，而靡然效之。
萬曆四十三（1615）年選編《詩歸》問世後，「《古今詩歸》盛行於世，承學之士，家置一編，奉之如尼丘之刪定」，
「《詩歸》既出，紙貴一時，正如摩登伽女之淫咒，聞者皆為所攝」。
當時竟陵詩潮席捲文壇，擁有廣大的讀者群和追隨者，從萬曆末到崇禛末的三、四十年間是竟陵大盛時期。
這對文壇「後起之秀」錢謙益來說，無疑是個強大的壓力。
如果說寫於崇禛2年（1629年）的〈戲題徐元歎所藏鍾伯敬茶訊詩卷〉是種文學場上的品味區隔，透顯出一種溫柔的覬覦，那麼錢氏在天啟年間（1621—1627）與程孟陽（1565—1643）開始編纂《列朝詩集》，順治6年（1649）開雕至順治11年（1654年）竣工，從明末到清初約略是崇禛11年（1638）到順治9年（1652），
也就是《列朝詩集》完成大半之後，錢謙益對竟陵鍾惺的評價可以說產生極大的變異，似乎可視為在選集即將問世之際，文學場域的行動者欲爭取發言空間，進而爭取場域位置的一種策略。

雖說錢謙益三番兩次宣稱自己和鍾惺是同年友的關係，表示「伯敬為余同年進士，又介友夏以交於余，皆相好也。吳中少年，多訾謷鍾、譚，余深為護惜，虛心評騭，往復良久，不得已而昌言擊排」，
強調批評攻擊乃情非得已。但從崇禛11年到順治9年十多年間，錢氏發表數篇嚴厲斥責竟陵的文字，攻擊的火力強大犀利，錢氏與鍾惺生前的交誼文字不復出現，像〈戲題徐元歎所藏鍾伯敬茶訊詩卷〉這樣溫柔緬懷的深情文字也成為絕響。在這十多年間，文壇積極的活動者──錢謙益對鍾惺／竟陵派的發言，表現了文學場域後起之秀的佔位話語逐漸建構、形成並產生效果的過程，從以品茶的澀味口感到病態的喃喃自語，可以發現錢氏對於竟陵鍾惺有一條隱喻的修辭脈絡，這一套隱喻修辭扣合錢氏的詩學主張，即將產生強大的殺傷力。
（一）惡毒的隱喻

延續茶喻詩澀味的品味區隔，錢謙益對竟陵派的詩風定位大抵為「深幽孤峭」
、「幽獨之清吟」，這些對竟陵派詩風氛圍的評議幾成定論。
而除了抽象的批評外，錢氏還認為深幽孤峭的詩風是不健康的甚至是不正常的，就像生了病的身體。「鬼病」、「鬼趣」是一種疾病隱喻論述，錢氏〈題懷麓堂詩鈔〉說：

近代詩病，其症凡三變，沿宋、元之窠臼，排章儷句，支綴蹈襲，此弱病也；剽唐、選之餘藩，生吞活剝，叫號隳突，此狂病也。搜郊、島之旁門，蠅聲蚓竅，晦昧結愲，此鬼病也。救弱病者，必之乎狂，救狂病者，必之乎鬼。傳染日深，膏肓之病日甚。孟陽於惡疾沈痼之後，出西涯之詩以療之，曰：「此引年之藥物，亦攻毒之箴砭也。」其用心良亦苦矣。

將明代前行詩潮以各種疾病喻之，儼然是一張不堪的明代詩壇病歷表，其中「搜郊、島之旁門，蠅聲蚓竅，晦昧結愲，此鬼病也」指的就是竟陵詩學。「鬼病」涉及神經症語言類似所謂譫妄語。
錢氏在許多篇章都曾論述竟陵相關譫妄語的病徵：「其所謂深幽孤峭者，如木客之清吟，如幽獨君之冥語，如夢而入鼠穴，如幻而之鬼國」，
「吳、越、楚、閩，沿習成風，如生人戴假具，如白晝作鬼語」，
認為竟陵派「斯人也，其夢想入於鼠穴，其聲音發於蚓竅，殫竭其聰明，不足以窺郊、島之一知半解，而況于杜乎？……。若今之所謂新奇幽異者，則木客之清吟也，幽冥之隱壁也。縱其悽清感愴，豈光天化日下所宜有乎？嗚呼！學詩之弊，可謂至于斯極者矣」，
「若近年之談詩者，蒼蠅之鳴，作於蚯蚓之竅，遂欲以一隙之見，……五方之音，變而為鳥語，五父之逵，變而為鼠穴，譬諸病症，愈變愈新」。
錢氏言竟陵詩質就像白天說鬼話、喃喃獨語、語調虛弱模糊，甚至是不適合展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的（就像精神病患必須被囚禁起來），這些都似乎是把竟陵詩／人比喻成罹患精神病症的患者。甚至在論及商家梅時還感慨地說：「孟和少為詩，饒有才調，已而從伯敬遊，一變為幽閒蕭寂，不多讀書，亦不事汲古。鐬心役腎，取給腹笥，低眉俯躬，目笑手語，坐而書空，睡而夢噩，呻吟咳唾，無往非詩，殆古之詩人所謂苦吟者也」，
錢氏認為家商梅種種近似瘋狂的病徵顯然是受到竟陵派病毒的傳染。
「譫語」是中醫術語，金成無已《傷寒明理論》說：「讝者，謂喃喃而語也。又作譫，謂妄有所見而言也。此皆真氣昏亂、神識不清之所致。……輕者睡中呢喃，重者不睡亦語言差謬。有讝語者、有獨語者、有狂語者、有語言不休者、有言亂者，此數者見其熱之輕重。」
。元代王好古《此事難知》則說：「狂言者，大開目與人語，語所未嘗見之事，即為狂言也。譫語者，合目自言，言所日用常見常行之事，即為譫語也。鄭聲者，聲戰無力，不相接續，造字出於喉中，即鄭聲也。」
，「譫語」是一種精神疾病，喃喃自語（「如鳴蚓竅、蠅聲蚓竅之音」）、睡中呢喃（「睡而夢噩，呻吟咳唾」）、語言差謬（「目笑手語，坐而書空」）、模糊夢囈皆涉及非理性、無秩序的層面，這些「症狀」和錢氏所描述的竟陵派詩病頗能相符，「譫病」（精神病症）進入文學批評的話語系統中，涉及瘋狂和失序。將竟陵派幽深孤峭、幽眇峭獨的詩質，都直接訴諸疾病（譫病）的形象化理解，錢氏有意把竟陵說塑造成一個病態的詩派／體，晦昧不明、又啞又謎的文字，「其識之墮於魔，而趣之沈於鬼也」。
病入膏肓的竟陵派，彷彿罹患重症的患者墬入黑暗的深淵等待救治。
（二）病喻與國族論述

對竟陵派鬼氣、鬼趣的批評的可以說是一種「惡毒」的隱喻，而這一套病喻話語的力量之所以強大主要在於錢氏結合自己文學繫乎世運的理念，將詩風敗壞的惡果擴大，因而病態的詩體與國家產生了奇異的連結。
    錢氏認為敗壞的詩風不但會像惡疾一樣傳染其他詩人，影響時代文學面貌，更可怕的是詩運文風與國運關係密切，病態的詩體是國勢衰弱的原因以及徵兆：

自萬曆之末以迄於今，文章之弊滋極，而閹寺鈎黨兇烖兵燹之禍，亦相挺而作。嘗取近代之詩而觀之，以清深奧僻為致者，如鳴蚓竅，如入鼠穴，淒聲寒魄，此鬼趣也。以尖新割剝為能者，如戴假面，如作胡語，噍音促節，此兵象也。鬼氣幽，兵氣殺，著見於文章，而氣運從之。有識者審聲歌風，岌岌乎有衰晚之懼焉。

余嘗論近代之詩，抉擿洗削，以淒聲寒魄為致，此鬼趣也。尖新割剝，以噍音促節為能，此兵象也。鬼氣幽，兵氣殺，著見于文章，而國運從之，以一二輇才寡學之士，衡操斯文之柄，而徵兆國家之盛衰，可勝歎悼哉！

詩風敗壞，氣運、時運、國運從之，錢氏這些病喻話語都說的極為沈重。詩體、國家某種程度上都像巨大的身體，染有譫病的詩體彷彿帶著一股瘋狂的鬼氣、晦／穢氣染污世運，導致人氣、正氣衰竭，影響國運，江河日下終至敗亡。竟陵派的病體某種程度上就像繁殖過盛的癌細胞，不斷吞噬正常細胞導致國體病亡，失序的詩體和混亂的國家產生連結。失序的詩體和混亂的國家產生連結。這樣看來，錢氏將詩文的作用提昇到一個很重要的位階，將竟陵派之咎推到一個導致國族病亡的高度／惡度。
而這些話語都可視為錢氏在公領域中詩學理論的實踐。
（三）毒藥與解藥：文學的力量

詩病的隱喻呼喚解藥的產生。錢謙益認為文學的功用可以影響時風導致亡國，詩文本變成一種政治性文本，具有導致國家失序的可能。因此，在他的知識話語建構中文學展現了不可思議的力量。竟陵派的詩病被提昇／惡化到一個國族寓言的層次，呼喚良藥良醫的出現。
    病入膏肓的詩體等待良醫良藥。詩病還需詩藥醫。在錢氏的話語體系中，文學足以影響世運，具有不可估量的力量。水可以載舟亦可覆舟，文學也具有救世的力量。前文所引錢氏〈題懷麓堂詩鈔〉以病歷表的方式，呈現近代詩病，陳列諸多症狀後，接著他一一對症下藥：
救弱病者，必之乎狂，救狂病者，必之乎鬼。傳染日深，膏肓之病日甚。孟陽於惡疾沈痼之後，出西涯之詩以療之曰：「此引年之藥物，亦攻毒之箴砭也。」其用心良亦苦矣。孟陽論詩，在近代直是開闢手。舉世悠悠，所謂親見。

以「狂病」救「弱病」，以「鬼病」救「狂病」，整個詩壇病影幢幢，瀰漫一股烏煙瘴氣的惡病氣息。文中錢氏認為明代詩壇雖一詩派之弊有一詩派代興矯弊，醫詩病亦以詩藥，但繼之的詩派又呈現不同的病徵，整個明代詩史成了疾病史。十分弔詭的是，諸多詩藥後來也成了詩病，解藥同時也是毒藥，程孟陽是錢氏師友，程氏以引年之藥療之，大有療癒沈痼詩病的力量，展現了希望之光，而這當然也是錢氏的願景。
    另一位詩風和竟陵詩風迥異的詩人──徐司寇也被是視為詩壇救星。〈徐司寇畫溪詩集序〉中對他的稱許透顯對竟陵派的嚴厲批評，所依循的也是病喻、藥喻的脈絡：

蓋至於今上之中，久道化成，順氣協應，而大司寇寶摩先生之詩始出。先生之詩……，舂容而妙麗，鏗鏘而鏜鎝，如四時之有春也，如五音之有宮也。天地元聲，具在于是，先生之詩出，而宇內幽陰鬼殺之氣，蓋已蕩為和風，而化為清塵矣。其關於氣運，顧不大歟？昔者有唐之世，天寶有戎羯之禍，而少陵之詩出，元和有淮蔡之亂，而昌黎之詩出，說者謂宣孝、章武中興之盛，杜、韓之詩，實為鼓吹。今東夷南寇，王師在野，游魂醜類，將取次掃除，而先生之詩，應運而出。天子大開明堂，采詩定樂，將以先生之詩為風始，豈偶然哉？……人知先生之詩可以潤色休明，挽回運數，不知先生固天地之元氣也。

徐氏詩不求新、奇，如舂容宮音、如天地元聲，文中排擊的對象顯然是竟陵派。徐氏的詩代表一種天地元氣／正氣，可以秡除幽陰鬼殺之氣，挽回國家運數，文學的強大力量在此再次被彰顯。在這個疾病隱喻的結構中，錢氏突顯文學的強大能量，而這種批判也是錢氏關注文學的社會功能，強調文學、世運密切關係的詩學理念的實踐。
（四）深受影響的竟陵派批評史

錢氏寫於崇禛14年（1641）的組詩〈姚叔祥過明發堂共論近代詞人戲作絕句十六首〉是一組綜論當代作家的詩。錢氏以七絕形式提綱挈領地提出他對當代文壇的看法。此時錢氏在文壇上已有相當地位，掌有頗具重量的發言權。這一組詩可以視為錢氏心目中的一部簡短「文學史」，其中有幾首直接或間接與竟陵派有關。首先，第二首便表達了他有意對明代前行詩派作出批評：
一代詞章熟建鑣，近從萬曆數今朝。挽回大雅還誰事，嗤點前賢豈我曹。

「建鑣」即樹立標準、榜樣之意。前三句錢氏表露了自己的理想和使命感，有挽回大雅（正統）之音的壯志。第十一首則直指竟陵派：
不服丈夫勝婦人，昭容一語是天真。呂和叔〈上官昭容書樓歌〉云：自言才藝是天真，不服丈夫勝婦人。王微楊宛為詞客，肯與鍾譚作後塵。

這首詩錢氏談到唐代的上官婉兒，以及同時代的王微、楊宛三位才女，予以她們極高的讚譽，藉讚揚女性詩人的作品批評竟陵派，頗有竟陵詩不如婦人歌妓之意。詩後有錢曾注：
慶、曆以來，王、李之雲霧，蒙錮人心，未有能辭而闢之者。臨川、公安，拔乎流俗，首先排其譌繆。同時竟陵鍾惺伯敬，思別出手眼，另立幽深孤峭之宗，與同里譚元春友夏，共定《詩歸》行世，時謂之鍾譚體。海內之詩，至是復一變。然希光掠影，溝澮易盈，實濟南之餘分閨氣耳。微、宛為詞客，詎肯與作後塵，公直以巾幗愧竟陵矣。今世評詩家，盱衡歷下，固眛夫繆種流傳之旨，即詆訶瑯琊，亦略其晚年論定之詞。安知北地之邪病，蘊隆結轖，至竟陵而染傳別症，其淒寒之語，如入鬼國，噍殺之音，實開兵象。詩道三變，竟滔滔不返，愈趨而愈下乎？

錢曾以病、以鬼國、兵象為喻，其論述的理路和錢謙益大似，可以說是批評竟陵話語的繼承。
第十四首則是寫到了竟陵派孤陋無文的毛病：

王績鄉人笑子虛，兔園典冊竟何如？朱仲晦有〈代鄉人答王無功〉詩，見《考亭全集》中。《詩歸》箋云：「是東皋好友也。」憑君若問金條脫，解道《南華》是僻書。

王績（585－644）《東皋子集》有〈在京思故園見鄉人遂以為問〉詩。朱熹（1130－1200）代鄉人答詩〈答王無功在京思故園見鄉人問〉，載《晦庵先生朱文公集》卷第四，而竟陵派《詩歸》卻錯認「是東皋子好友也。」這首詩對當時詩家空疏浮薄，以《兔園》為典冊，視《莊子》為僻書等「束書不觀，游談無垠」的風氣，進行諷刺和嘲笑。此詩錢氏特為拈出以示竟陵不讀書的例證。

文學場域、文學批評都可視為是文學公共領域的一部份，錢氏對竟陵的攻排以巧妙的話語建構，配合自己的詩學理論，以及時局的發展，果然在文學公領域中達到極好的「效果」。後世對竟陵派的評價，或多或少都可見錢氏論述的影子。清毛先舒（1620－1688）諷刺鍾惺、譚元春「此等伎倆，為南唐後主構花中亭子可耳，安知造五鳳樓乎！」
認為竟陵派格局太小。朱彝尊（1620－1709）延續病喻和國族寓言的脈絡批評鍾惺：

      《禮》云：「國家將亡，必有妖孽。」非必日蝕星變，籠漦雞禍也。惟詩有然。萬曆中，公安矯歷下、婁東之弊，倡淺率之調，以為浮響，造不根之句，以為奇突，用助語之辭，以為流轉，著一字，務求之幽晦，構一題，必期於不通。《詩歸》出，而一時紙貴，閩人蔡復一等，既降心以相從，吳人張澤、華淑等，復聞聲而遙應。無不奉一言為準的，入二豎於膏肓，取名一時，流毒天下，詩亡而國亦隨之矣。

論譚元春時也提及：
鍾、譚立起，伯敬揚歷仕途，湖海之聲氣猶未廣，藉友夏應和，派乃盛行。《詩歸》既出，紙貴一時，正如摩登伽女之淫咒，聞者皆為所攝，正聲微茫，蚓竅蠅鳴，鏤肝鉥腎，幾欲走入醋甕，遁入藕絲。充其意不讀一卷書，便可臻於作者。此文恪斥為亡國之音也。

「正聲微茫」、「蚓竅蠅鳴」、「鏤肝鉥腎」都是錢氏用以隱喻竟陵詩風的形象化話語；朱氏還運用了詩病亡國的論述，顯然深受錢氏影響。《四庫全書總目》亦評論：
天門鍾惺，更標舉尖新幽冷之詞，與元春相唱和，評點《詩歸》流布天下，相率而趨纖仄，有明一代之詩，遂至是而極弊。論者比之詩妖，非過刻也。元春之才，較惺為劣，而詭僻如出一手，日久論定，徒為嗤點之資。觀其遺集，亦足為好行小慧之戒矣。

從詩話到文學總集，錢氏對竟陵猛力排擊之後，文學史上的竟陵批評不外呈現病態、格局卑小、識見不足等面向，錢氏的發言在文學公領域上可以說是發揮極大的作用。而錢氏配合其詩學理論的文學批評實踐，為他在公領域上贏得支持者、追隨者和聲譽，在文學場的佔位競爭和詩壇領袖的形象建構上奏效。
四、友／有情之光
文學批評上錢氏對竟陵派的排擊犀利而尖刻，然而錢氏對鍾惺的肯定卻也表現在不同的面向上。錢謙益〈南京禮部祠祭清吏司署郎中事主事鍾惺授承德郎〉中對鍾惺的描述為：

具官某，文心蔚秀，志節茂明。肅然禮容，清廟之器。蓋嘗首遴使職，擢以清華。而卒自請留曹，避夫熏灼。遭逢改革，諳曉舊章，遂使舊都原廟之儀，儼如更衣顧成之近。朝夕有恪，本其氣志之清嚴，點要周詳，乃以回翔之淹久。茲以覃恩授具階。日者祧祭紛紜，廟諱錯互。議者頻頻聚誦，而祠部職守闕然，何以稱吾清選乎？爾領祠曹，官南部，以典祠之官，居職司之外，博觀掌故，必有建明，是亦高皇帝所昭格也。爾無以出位為戒。余則汝嘉。

文中稱許鍾惺文學（文心蔚秀）和道德（志節茂明）的不凡，就政治事務來說，不但肯定他的才能，還在仕途上表達對他的嘉勉之意、叮嚀之情，文後還褒揚了鍾惺的妻黃氏、父一理、母陳氏、本生父一貫，恩情及於至親，十分周到。
就文學觀點來說，錢氏在鍾惺死後，對他也曾經有過極高的評價，寫於崇禎初的〈一雨法師塔銘〉道：

師狀貌古樸，風規閒雅。方內名士如程孟陽、李長衡、邵茂齊、鍾伯敬、文文啟、趙凡夫、朱白民，撫塵希風，樂與游處。嘗自誓生生世世居學地，與士大夫相見。」

錢謙益並列程孟陽（1565-1643）、李長衡（1575－1629）、邵濂（1566－1611）、鍾惺、文震孟（1574－1636）、趙宦光（1559－1625）、朱鷺七人之名，稱他們為「方內名士。嘉定人士李長衡，錢氏讚其「畫筆南翔妙入神，晚年篇翰更清新」，
他是大開錢氏眼界的人。程孟陽是錢氏師友，「姚叟論文更不疑，孟陽詩律是吾師。溪南詩老今程老，莫怪低頭元裕之。元裕之謂辛敬之論詩如法吏斷獄，如老僧得正法眼。吾於孟陽亦云。」
認為他「晚年學益進，識益高，……於汗青漫漶丹粉凋殘之後，為之抉擿其所繇來，發明其所以合轍古人，而迥別於近代之俗學者，於是乎王、李之雲霧盡掃，後生之心眼一開，其功于斯道甚大」
。他們都是引導錢氏走出王、李之學的師友，錢氏將鍾惺與他們並稱，是一個非常正面的肯定，可以見錢氏對鍾惺評價／情感上的矛盾。
文學場域上，崇禛11年到順治9年的十多年間錢謙益火力猛烈地排擊竟陵派，錢氏雖還是將與鍾惺是同年友的話掛在嘴邊，表示他抨擊鍾惺實在情非得已，然而從他充滿霸氣的論述中，已不復察覺兩人情誼。錢氏對竟陵派的攻排，其話與建構對象已不是鍾惺，而是作為烙上竟陵派象徵符號的鍾惺。

 關於這種文學公共場域上的特殊現象，清中葉袁枚（1716－1797）的一段話或可做為佐證：

大抵古之人先讀書而後作詩，後之人先立門戶而後作詩、唐、宋分界之說，宋、元無有，明初亦無有，成、弘後始有之。其時議禮講學，皆立門戶以為名高。七子狃於此習，遂皮傅盛唐，扼腕自矜，殊為寡識。然而牧齋之排之，則又已甚，何也？七子未嘗無佳詩，即公安、竟陵亦然。使掩姓氏，偶舉其詞，未必牧齋不嘉與，又或使七子凐沈無名，則牧齋必搜訪而存之無疑也，惟其有意於摩疊奪幟，乃不暇平心公論，此亦門戶之見。

袁枚認為七子、公安、竟陵之詩，若掩其姓氏（象徵權力的文化符碼），錢氏未必不嘉與，甚至會搜訪而存之，說明錢氏對各詩派的攻排，某種程度上，是一種文學場域的對話機制，涉及文學場域上的區隔、佔位活動，也關乎個人形象在文學史上的體現。所以鍾錢兩人的情誼真實地存在錢氏生命史的私領域中，而文學批評上依循錢氏逐漸形成的靈心、學問、世運的詩學脈絡也積極地落實在公領域中。

五、結論：迴光返照中的文化記憶與人的複雜性
錢、鍾的生命史中，從相關詩文可感受他們深厚的情誼。雖然錢氏在長達十多年的時間發表諸多攻排竟陵的議論，然而寫於順治十五年（1658）的〈稼庵近草序〉云：

往者承平之世，臨川、雲松、公安諸公，狎主詞壇，風流弘長。自時厥後，閩有能始，楚有小修、伯敬，燕、齊有敬仲、德水，皆以文章為心髓，朋友為性命。而余以菰蘆下士，參預其間。於時海內才人勝流，咸有依止。箕風畢雨，燕函越鎛，郵筒交馳，弓靭相錯。感矣哉！彼一時也。人代冒遷，朋黨凋落，老而不死，為斯世陳人長物。風流文雅，追念昔遊，如巡舊識，如記昔夢。

晚年的錢謙益在以地域為脈絡縱覽明代文士時，認為湯顯祖（1550－1616）、公安諸公之後，各地相繼有文學能士出現，從正面肯定了鍾惺是足以代表楚地的一位重要文人。文中寫到當時人才勝流因緣際會，談詩論藝往來唱和，風流文雅盛極一時。老年錢謙益掉入回憶中，昔日與文友詩友的交遊圖景歷歷在目，念朋黨凋落，自己雖老而不死，但已為陳人長物（多餘之人），孤獨而感傷。循著這段談詩酬唱的文化記憶，錢氏回到比較個人生命史的部分，此時鍾惺的竟陵派符碼已然銷匿，回憶中鍾惺是昔遊舊識，代表那個令人緬懷的文化記憶的一部份，錢氏憶起那個時空中的文人盛事以及意氣風發的自己，
在私領域的內心深處，人之將老，其情也真，恩怨情仇名利爭奪，盡付舊夢（回憶）中。
從本文探討錢謙益和竟陵鍾惺的個案，可以發現晚明的文學場域充滿流派／門戶意識以及競爭的話語。閱讀鍾、錢的詩可以發現兩人在私領域的交遊甚好，時而流露深情。繼之錢氏對竟陵派乃至鍾惺的攻排極其毒辣、犀利。分析其在文學公領域上的話語建構，可以發現錢氏巧妙配合詩論運用隱喻修辭產生強大的力量，影響竟陵派在文學史上的評價。
經由對錢、鍾對話探討，可以發現人極其複雜的面向，也就是公／私領域不必然一致的互動關係，錢氏對鍾惺有溫暖的交誼，沈吟茶詩泫然欲泣，追念昔遊沈溺在文化記憶中的錢氏，其情也真其感也切自是無庸置疑，這是織就其生命史的點滴，屬於私領域的心靈世界層面。

錢氏對鍾氏的文學評論話語毋寧看作一種公領域的話語，對話的對象可視為是在文壇上佔有一席之地的竟陵派領袖—鍾惺。這個文學批評產生的根源來自美學、詩學品味的不同。錢氏強調文學與世運的關係，認為文學有挽回國家運數的強大力量，所以對竟陵派／鍾惺的發言，可以視為是其詩學理念的落實。在晚明的歷史情境中，亦可作為一個知識份子的社會責任實踐。另一方面，錢氏之舉亦構成一種布迪厄（Bourdieu）社會學理論中的文學場域區隔、競爭、佔位的舉動。不管是詩學理念的闡揚或是文學場域的區隔競爭，這些話語表述都涉及公領域的範疇。公私領域不同的表述和呈現，相應於人之複雜性與立體性，也為錢氏對鍾惺態度上的矛盾找到答案。從經由錢謙益對鍾惺的情誼和文學批評的剖析，可以發現錢氏對鍾惺並不如一般認知的那樣完全地負面、無情，而是文學批評之外有情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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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錢謙益撰，〔清〕錢陸燦編：《列朝詩集小傳》(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錢仲聯主編：《清詩紀事．順治朝卷》（江蘇：江蘇古籍，1987）。

〔明〕鍾惺著，李先耕、崔重慶標校：《隱秀軒集》（上海：上海古籍，1992）。

〔清〕顧炎武著：《日知錄集釋》【四部備要．子部】（台北：中華，1966）。

二、近人論著
（一）中文部份（以作者姓氏筆畫排序）
丁功誼：《錢謙益文學思想研究》（上海：上海古籍，2006）。

李先耕：〈錢謙益論鍾惺發微〉，《文藝研究》2006年12期，頁66－70。

林明德主編：《台灣學術新視野—中國文學之部（一）》（台北：五南，2007）。

胡又峰：《清初虞山派詩論》（台北：國立中央圖書館，1994）
孫康宜：《文學的聲音》（台北：三民，2001）。

孫之梅：〈鬼趣、兵象——錢謙益論竟陵派〉，《內蒙古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7年第1期，頁58－64。

黃俊傑、江宜樺主編：《公私領域新探：東亞與西方觀點之比較》（台北：台灣大學出版中心，2005）。

陳廣宏：〈論「鍾伯敬體」的形成〉，收於《中國文學研究》1999年第4期，頁56－62。
陳廣宏：《竟陵派研究》（上海：復旦大學，2006）。

楊玉成：〈閱讀邊緣：晚明竟陵派的文學閱讀〉，中研院文哲所專題演講（2003年9月19日），（國科會計畫，NSC 91-2411-H-260-008-）。
鄔國平：《竟陵派與明代文學批評》（上海：上海古籍，2004）。

嚴志雄〈錢謙益攻排竟陵鍾、譚側議〉，《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14卷第2期（2004年6月），頁93－121。

（二）外文翻譯部份（以作者姓氏字母排序）
〔美〕戴維．斯沃茨（David Swartz）著，陶東風譯：《文化與權力－布爾迪厄的社會學》〔《CULTURE and POWER The Sociology of Pierre Bourdieu》〕（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6）。 
〔美〕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著，竺乾威等譯：《人的條件》〔《The Human Condition》〕（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法〕皮埃爾．布迪厄（Pierre Bourdieu）著，劉暉譯：《藝術的法則—文學場的生成和結構》〔《Les regles de lart》〕（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1）。

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著，程巍譯：《疾病的隱喻》（《Illness as Metaphor and AIDS and Its Metaphor》）（上海：上海譯文，2003）。

� 請參見鄔國平：《竟陵派與明代文學批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頁47-60；丁功誼：《錢謙益文學思想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頁92-102；胡又峰：《清初虞山派詩論》（台北：國立中央圖書館，1994），頁267-274；嚴志雄〈錢謙益攻排竟陵鍾、譚側議〉，《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14卷第2期（2004年6月），頁93-121；孫之梅：〈鬼趣、兵象——錢謙益論竟陵派〉，《內蒙古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7年第1期，頁58-64。


� 兩人都有大量的詩文創作。鍾惺編纂《詩歸》，錢謙益編纂《列朝詩集》。他們也都對佛學深感興趣，投注許多心血和精力於佛典的注疏工作。


� 〔美〕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著，竺乾威等譯：《人的條件》（The Human Condition Licensed b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Chicago，Illionis，U‧S‧A，1958）（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頁38。


� 「在社會獲得顯著的公共聲望之後，亞當．斯密用一種不容懷疑的真誠表達了摩登時代對公共領域的看法，他指出『窮困潦倒的人通常是文人……，公眾對他們的敬仰成了其所得回報的一部份……，而對詩歌及哲學而言，公眾的敬仰則幾乎構成了其回報的全部。』公眾的敬仰和金錢的獎勵在本質上是相同的，並且能相互替代，這一點是不言而喻的。公眾的敬仰也是一種可以被使用和消費的東西，正如我們今天所說的身份地位，他可以滿足一種需求，就像食物能滿足另一種需求，公眾的敬仰被個人的虛榮心所消費，就像食物被食慾所消費一樣。」參見漢娜．阿倫特著，竺乾威等譯：《人的條件》，頁43。


� 對於漢娜．阿倫特的理解，部分參看蔡英文：〈公共領域與民主共識的可能〉，收於黃俊傑、江宜樺主編：《公私領域新探：東亞與西方觀點之比較》（台北：台灣大學出版中心，2005），頁222-231。


� 孫康宜：「晚明文人所面對的文學環境乃是一個充滿了『影響焦慮』的時代。他們的焦慮一方面來自悠久文學傳統的沈重壓力，一方面也與當時文人喜歡各立門戶、互相詆毀有關。其中各種詩派之爭，猶如黨爭一般，其激烈的程度形同水火。」參孫康宜著：〈典範詩人王士禎〉，收於《文學的聲音》（台北：三民書局，2001），頁108。


� 錢謙益：〈徐元歎六十〉，錢謙益著，錢曾箋注，錢仲聯標校：《牧齋有學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以下簡稱《有學集》），卷2，頁62。


� 錢謙益：〈姚叔祥過明發堂共論近代詞人戲作絕句十六首其十四〉，《牧齋初學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以下簡稱《初學集》），卷17，頁607。


� 參見錢仲聯主編：《清詩紀事．順治朝卷》（江蘇：江蘇古籍出版社，1987），冊三，頁1323。


� 徐波：〈鍾伯敬先生遺稿序〉：「先生全集歲癸亥〔1623〕刻於白下。是春丁艱還楚，三載詩文，人間未見。蓋晚年頗留心內典，加以罷官後莫往莫來，故篇章稀少。乙丑〔1625〕六月捐館舍，歲暮來赴。即與五郎索遺稿，約覓便相寄。而素車白馬，亦復寥寥。適友人劉石君心感知遇，發憤附舟沿江而上，登其室而拊其棺，與友夏、居易周旋月許，悉持遺稿而還。余甚媿之，即付剞劂，釐為四卷。」參見鍾惺著，李先耕、崔重慶標校：《隱秀軒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附錄，頁602-603。


� 《隱秀軒集》，卷17，頁268。


� 《隱秀軒集》，卷9，頁148。


� 《隱秀軒集》，卷11，頁180。


� 《隱秀軒集》，卷11，頁182。


� 鍾惺：〈與徐元歎〉，《隱秀軒集》，卷28，頁493。


� 鍾惺：〈與徐元歎〉，《隱秀軒集》，卷28，頁494。


� 鍾惺：〈自跋茶訊詩卷〉，《隱秀軒集》，卷28，頁582。


� 《初學集》，卷9，頁299。另，因為諫議寄新茶與徐元歎經常當茶郵的情況頗相類，全詩與唐人盧仝〈七碗茶歌〉（〈走筆謝孟諫議寄新茶〉）頗有互文關係，原詩：「日高丈五睡正濃，軍將打門驚周公。 口云諫議送書信，白絹斜封三道印。開緘宛見諫議面，手閱月團三百片。 聞道新年入山裡，蟄蟲驚動春風起。 天子須嘗陽羨茶，百草不敢先開花。仁風暗結珠琲瓃，先春抽出黃金芽。摘鮮焙芳旋封裹，至精至好且不奢。 至尊之餘合王公，何事便到山人家？ 柴門反關無俗客，紗帽籠頭自煎吃。 碧雲引風吹不斷，白花浮光凝碗面。 一碗喉吻潤，兩碗破孤悶。 三碗搜枯腸，惟有文字五千卷。 四碗發輕汗，平生不平事，盡向毛孔散。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靈。七碗吃不得也，唯覺兩腋習習清風生。蓬萊山，在何處？玉川子乘此清風欲歸去。山上群仙司下土，地位清高隔風雨。安得知百萬億蒼生命，墮在顛崖受辛苦。便為諫議問蒼生，到頭還得蘇息否？」。參見〔清〕彭定求等編《全唐詩》（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第388卷，頁2379。這首詩又名〈玉川茶歌〉、〈七碗茶詩〉，與陸羽《茶經》齊名。


� 錢曾所引之詩原名〈歌太和中，復州有一老僧，云是陸弟子，常諷此歌〉又名〈六羨歌〉，收於〔清〕彭定求等編《全唐詩》（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卷308，頁1887。


� 參見裴世俊選注：《錢謙益詩選》（北京：中華書局，2005），頁84。


� 參見錢謙益：《牧齋初學集》，卷17，頁608。


� 《隱秀軒集》，卷8，頁126-127。


� 〈喜錢受之就晤婁江先待予吳門不值〉，收於《隱秀軒集》，卷12，頁198。


� 見〔清〕熊士鵬：《鵠山小隱文集》（〔清〕嘉慶道光癸未1823年刊本），卷8，頁12。


� 〈鍾提學惺〉，收於〔清〕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頁570。


� 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頁572。


� 《初學集》，卷31，頁908。


� 見沈春澤：〈刻隱秀軒集序〉，收於《隱秀軒集》，附錄，頁601。


� 參見陳廣宏：〈論「鍾伯敬體」的形成〉，收於《中國文學研究》1999年第4期，頁56-62。


� 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頁570。


� 〔清〕朱彝尊著，〔清〕姚祖恩編，黃君坦校點：《靜志居詩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0），卷18，頁563。


� 相關論述參見鄔國平：《竟陵派與明代文學批評》；陳廣宏：《竟陵派研究》（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6）。


� 有關時間的考證論述，請參看嚴志雄：〈錢謙益攻排竟陵鍾、譚側議〉，頁111。


� 本文關於文學場域、文學場權力與對話、區隔、佔位等概念，乃借用〔法〕皮埃爾．布迪厄的文化社會學理論，參見皮埃爾．布迪厄著（Pierre Bourdieu），劉暉譯：《藝術的法則—文學場的生成和結構》（《Les regles de lart》）（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1）及〔美〕戴維．斯沃茨（David Swartz）著，陶東風譯：《文化與權力－布爾迪厄的社會學》（CULTURE and POWER The Sociology of Pierre Bourdieu）（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6）。 


� 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頁572。


�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頁570。


� 錢謙益：〈南游草序〉，《初學集》，卷33，頁960。


� 錢謙益〈題懷麓堂詩鈔〉，《初學集》，卷83，頁1758。


� 此論點參見楊玉成：〈閱讀邊緣：晚明竟陵派的文學閱讀〉，中研院文哲所專題演講（2003年9月19日），（國科會計畫，NSC 91-2411-H-260-008-）。


�見〈鍾提學惺〉，收於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頁571。


�見〈譚解元元春〉，收於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頁573。


� 錢謙益：〈曾房仲詩序〉，《初學集》，卷33，頁929。


� 錢謙益：〈答唐訓導汝諤論文書〉，《初學集》，卷79，頁1700。


� 見〈商秀才家梅〉，收於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頁589。


� 成無己：《傷寒明理論》，收入《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據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重印），冊734，卷2，頁333。


� 收入《四庫全書》，冊745，卷1，頁593，〈狂言、譫語、鄭聲辯〉。楊玉成：〈閱讀邊緣：晚明竟陵派的文學閱讀〉指出對精神症的觀察，明代似有愈來愈強的趨勢。徐謙《仁端錄》設〈譫妄鄭聲狂越門〉，可說是古代的精神科，收入《四庫全書》，冊762，卷12，頁799-801。江瓘《名醫類案》有〈顛狂心疾〉一目，舉案例甚詳，收入《四庫全書》，冊765，頁741-745。明代開始，「譫語」進入文學批評的話題。早在臺閣體吳寬〈中園四興詩集序〉就曾指責復古主意為狂感譫語：「後世固有擬古作者，然往往以應人之求而已。嗟夫！詩可以求而作哉？吾志未嘗有所之也，何有於言？吾言未嘗有所發也，何有於詩？於是其詩支出一如醫家所謂狂感譫語，莫知其所之發者也。」吳寬：《匏翁家藏集》，收入《四部叢刊初編》（台北：商務印書館，1966），卷40，頁11。七子也曾罵人病熱囈語，王世貞《藝苑卮言》說：「玉川〈月蝕〉，是病熱人囈語。」收入丁福保編：《歷代詩話續編》（北京：中華書局，1983），卷4，頁1011。參看楊文，頁42。


�見〈譚解元元春〉，收於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頁572。


� 錢謙益：〈徐司寇畫溪詩集序〉，《初學集》，卷30，頁903。


�見〈鍾提學惺〉，收於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頁571。


� 蘇珊．桑塔格：「正是那些被認為具有多重病因的（這就是說，神秘的）疾病，具有被當作隱喻使用的最廣泛的可能性，他們被用來描繪那些社會意義和道德意義上感到不正確的事物。」（頁55）；「秩序是政治哲學最早關切的東西，如果把城邦政體比作有機體是行的通的話，那把國家的失序比作疾病，也行得通。那些把政治混亂類比為疾病的古典表述方式—－自柏拉圖以降，一直到霍布斯—－把關於均衡的古典醫學（以及政治）觀念作為自己的預設前提。疾病源於失衡。治療的目標是恢復正常的均衡——以政治學術語來說，是恢復正常的等級制。」（頁68）參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著，程巍譯：《疾病的隱喻》（Illness as Metaphor and AIDS and Its Metaphor）（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3）。


� 見《初學集》，卷83，頁1758。


� 見《初學集》，卷30，頁903。


� 《初學集》，卷17，頁601。


� 《初學集》，卷17，頁606。


� 《初學集》，卷17，頁606。


� 錢謙益：〈姚叔祥過明發堂共論近代詞人戲作絕句十六首〉其二，《初學集》，卷17，頁607。


� 此說法參見裴世俊選注：《錢謙益詩選》，頁82。


� 毛先舒：《詩辨坻》，卷4，〈竟陵詩解駁議〉，收入郭紹虞編選，富壽蓀校點：《清詩話續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頁147。


�朱彝尊著，姚祖恩、黃君坦校點：《靜志居詩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頁502-503。


� 《靜志居詩話》，頁5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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